
王韬撰文《遐迩贯珍》考

王韬是中国近代民族报业发轫时期的关键人物。以往的各类新闻史论著，在叙述王韬接触近代

报刊的经历时，一般只追溯到1857年王韬在《六合丛谈》刊文等事实。然而，现有资料表明，早在1854
年，王韬已有文章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刊示。当年7、8两月[1]，《遐迩贯珍》先后分两期连载由王

韬代笔但未署名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2]。《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目前所见王韬公诸报端

最早的文章。此文的发表，也是王韬较早接触近代报刊的有力见证。

一

《遐迩贯珍》刊载《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时，该文并未署名，但细检史料，不隶 隶 隶 刊的经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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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述及：“雨畊言海外风景及山川草木，述英国伦敦之事甚悉，因作《瀛海笔记》一卷。”[1]王韬的另一部

著作《瓮牖余谈》同样提到此事。书中记云：“……咸丰初年，有燕人应雨耕从今驻京威公使往，在其

国中阅历殆遍。既归，述其经历。余为之作《瀛海笔记》，记载颇详。”[2]

应雨耕是王韬在沪期间结识的好友之一。王韬在其日记中多次对他作过介绍。咸丰八年八月

二十四日记曰：“雨耕名龙田，祖籍浙江兰溪人，固武世家。其父谒选至京，遂家焉。后为广东副将，

又徙于粤。为人慷慨，以胆略自负，待友诚至悱恻，意气激昂，亦奇男子也。”[3]咸丰三年六月的《沪城

见闻录》又介绍说：“应雨耕，名龙田，直隶人，籍本浙江金华府，六月初旬从海外来，持其居停威君札，

谒见麦公，谓将入教，服膺耶稣。嗣是每日来读圣书，正斋亦来合并。麦公为之讲解，娓娓不倦。”[4]

《遐迩贯珍》刊出《瀛海笔记》时，并未提到应雨耕的名字，只一般性交待说：“癸丑六月，友人从英

来，言客春偕居停主人回英，居其都者七阅月，目亲身观，凡英土民物之繁庶，建造之高宏，与夫政治

之明良，制度之详佣（疑为备，原文如此，萧按），有可述者，皆笔而记之……”[5]。然而，比照前述《瀛壖

日志》、《沪城见闻录》和《瓮牖余谈》等记载，不难发现，此处隐去的“友人”正是应雨耕。因为，文中所

言癸丑六月，即是咸丰三年六月。此与咸丰三年《沪城见闻录》所记“六月初旬从海外来”的时间完全

一致。而“客春偕居停主人回英”一语，也和《瓮牖余谈》中“有燕人应雨耕从今驻京威公使往”的提法

以及《沪城见闻录》中“持其居停威君札”的记述基本相同。由此可知，所谓的居停主人，正是英国驻

京公使威妥玛。另外，此处的“从英来”和《沪城见闻录》的“从海外来”基本一致，的文章 enzhangi⁃
anchuqi“直隶人”和《瓮牖余谈》说到的燕人是一回事，且完全雷同于王韬《沪城见闻录》的记载。再

者，一个“友”字，也揭示了代笔人王韬和被代笔人应雨耕的关系。如再联系到《遐迩贯珍》所刊《瀛海

笔记》的篇名和王韬在他处多次提到的自己为应氏代笔的文章名称同为《瀛海笔记》等现象，即可确

认，《遐迩贯珍》所刊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与王韬《沪城见闻录》和《瓮牖余谈》等著述中一再提

到的《瀛海笔记》是同一篇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应雨耕归国的时间，王韬虽多次提到是咸丰三年“六月初旬”，但王韬《瀛壖

日志》也有“七月初旬”的提法。其实，二者并无矛盾。仔细辨认，“六月初旬”确系应雨耕自英国回来

的时间，而日记中的“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的记载，只是应雨耕前来谒见王韬的时间，并

非指应雨耕归国的时间。如此说来，王韬与应雨耕见面，是在应雨耕赴英归来约一个月之后，而且，

正是这次见面，才导致了《瀛海笔记》一文的诞生。此后，大约又过了一年，这篇文章才在《遐迩贯珍》

上分两期连续刊出。

二

《遐迩贯珍》是鸦片战争后由马六甲迁至香港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下属的马礼逊教育会出版、香港

英华书院印刷的一份中文刊物，也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刊物和近代中国最早使用铅印的中文报

录有这部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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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853年8月1日创刊，1856年5月停刊[1]。前后共出刊33册[2]。由上海墨海书馆的首任监督麦都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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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赵烈文也将其收藏的全套《遐迩贯珍》借给吴嘉善等官员阅读[1]。这从侧面也证明，比起郭嵩焘和

赵烈文来，王韬在当时更有条件和机会较早接触《遐迩贯珍》，同时还说明，在1850年代中期，至少在

一小部分浸染西学的知识分子中间，《遐迩贯珍》已受到较多关注。

以往学术界在提到王韬接触近代报刊的经历时，一般只注意到王韬1857年9月刊于《六合丛谈》

中的《反用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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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和不屑。但相较而言，后者的表达更直接，也更充分，几毫无掩饰。二是1859年5月，王韬及其好

友蒋敦复与传教士伟烈亚力就中西政治的优劣异同，有过一场讨论。王韬和蒋敦复认为，西方政治

大谬不然者有三：“男女并嗣”、“君民同治”和“政教一体”。伟烈亚力则以泰西政治“与民共治”和“与

民共利”、“下悦而上行”等诸多优点为例，批评清廷“政事雍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小民不得与知”等

弊政，建议清廷“仿行新闻月报”[1]。而王韬对此却百般辩解。他以“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

告”为由，断言刊行“新闻月报”之法在中国并不可行[2]。

与上述两例相映成趣，同一时期的王韬甚至还不完全把《六合丛谈》认作近代报刊，而仍把它视

作传统意义上的一般书籍。如《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七日（1859年 5月 9日）所记：“予谓近所著

《六合丛谈》中有《泰西通商事略》一卷，载其贸易粤东颠末甚详……”[3]，又如以伟烈亚力名义发表的

《六合丛谈》创刊号《小引》中也说：“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

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罔拘成例，务使苍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4]这些表述，

几乎都在《六合丛谈》前用了“著”字。固然，创办《六合丛谈》的伟烈亚力把本属近代报刊的《六合丛

谈》当作中国传统的书籍加以发行和宣传，实有迎合中国传统士人的习惯和争取更多中国读者的用

心。但是，对于略知西学一二的王韬来说，对此却未能明辨，反而将《六合丛谈》以书籍相称，这说明，

有关“近代报刊”的理念，还远未扎根于王韬的头脑之中。

近代报刊意识的淡薄，制约了王韬自主能动的报刊活动的开展。加之当时中国社会较为落后的

诸多条件所限，国人的报刊意识和自主报业活动都无从起步。因此，截至1862年遁迹香港之前，王韬

没有明确的自主性办报活动出现。1870年，王韬从欧洲归来后，开始积极为《香港近事编录》、《香港

中外新报》、《中外新闻七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等报刊撰稿，并于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受聘

出任该报“正主笔”[5]，至此，王韬终于成为香港华文报坛名重一时的报人。由此可见，王韬真正投身

报业活动的起点应在他1862年潜往香港之后，且不迟于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办。目前来看，这一

起点从王韬1870年代初担任《香港近事编录》的编辑算起，较为合适[6]。而更明确的标志，当然非王韬

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莫属。

〔责任编辑：肖 波〕

[1]伟烈亚力云：“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商足而国富，先欲与万民用其利，

而财用无不裕焉。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而无捐输之弊。”见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

咸丰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页。

[2]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四日，第113页。以此类推，王韬还以同样的思路和相应的理由

对建铁路、用机器、开议院等西方“善政”逐一加以否定。

[3]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七日，第114页。

[4]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六合丛谈》第1号，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收有《六合

丛谈小引》影印本全文，见卓著：附录Ⅱ，第229页。因为“小引”中“苍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类似的

话，王韬笔下经常出现，加之当时王韬担任协助传教士从事汉文翻译删削的角色，因此，不排除，此“小引”曾经王韬润

色修改过。

[5]有关王韬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笔者另有论述。详见萧永宏《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的创办

——〈循环日报〉创办者问题辨证》，〔上海〕《新闻大学》，2007年夏季号，第43页。

[6]美籍学者白瑞华提到“王韬佐理雅各译书的同时，还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见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 1933, p.43.另外，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M.W.
Farnham）1890年所提供的《中文报刊目录》，在《香港近事编录》的“主编”栏也明确注明王韬。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

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一文后附有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见《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因该报原件已失，

目前还缺乏一手资料加以确认，不过，王韬担任过《香港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应无问题，时间应不迟于1872年5月。

见萧永宏《〈香港近事编录〉史事探微——兼及王韬早期的报业活动》，〔北京〕《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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